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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

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

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

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美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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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

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生活开始的地方。这种哲学思路，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

维方式，特别是欧洲美学那种主客两分和感性、理性的割裂的思维传统。 

  

一、马克思：生活实践的现代奠基者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翻转，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审美精神”在马克思的一生的思想历程中是贯穿始

终的，但是，生活实践的观念则是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形成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以“审美精神”为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他又以

“生活实践”为现实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圜中”所在。 

马克思最早曾从事诗歌创作，他在1835年就参加了波恩大学学生诗歌小组，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中便传达出这样一种

空想的观念：“幸福王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且，“只有在诗歌的幻想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幸福的”。
[①]

 显然，他接受了席

勒式的审美观念的影响，这一思想极为接近于席勒的诗句“美只在诗歌中开花 / 而自由却在理想领域中开花”。的确，马克思称这

一理想领域为“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
[②]

 年轻的他同多数的德国哲学家一样，将理想寄托在诗歌的梦幻之中，

寄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并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但却奠定了他一生“审美精

神”的基调——审美是与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内在相联的，这倒类似于谢林将艺术和哲学这人类精神的两极加以弥合的取向。其实，

他的学位论文亦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上的，正如准备性著作所说“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

生活决裂……”。
[③]

 因而，“德国人道主义的希腊式理想——从温克尔曼和莱辛到歌德和黑格尔——牢固地进入了马克思的世界

观，”
[④]

 马克思一直都将古希腊理想作为典范，他特别赞颂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论及的古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肉体的理想

性”。可见，这时的马克思虽看到了“生活”但却视之为“纯粹的”，虽关注“理想”但却将之归之于“肉体的”，他仍纠葛在一

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到了1839年到1841年的著作里，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年轻时代的“审美精神”缺乏现实根基，所以他洞见到：不是“在定在

中的自由”，而是“脱离定在的自由” 才是黑格尔美学中的结论，
[⑤]

 这时他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审美精神”中虚妄的主体性。

1844年初，在他从事哲学活动之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他就批判德国哲学家“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

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
[⑥]

 这里，“世界”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意识”与

“生活”的关系，意识只能来自于现实生活，并作为现实生活的某种“补充”而存在。 

马克思最重要的早期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经典性著作中，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将对“审美精神”的思

考引入到哲学的深层，并赋予之以“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意义。然而，他仍从现成的人的“类本质”出发，而非“个人总是从



‘自己出发的’”来看待人类劳动本质及其异化问题的。马克思在此时仅仅初步意识到了回归生活实践的意义，比如在对黑格尔的

批判中将意识还原为人的意识等等，但这里的生活实践仍具有某种抽象性。但在理想的意义上，马克思还是确定了人类的活动的全

面性的准则——“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生活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⑦]

 与此同时，

这种人的自由的活动、全面的活动又与“审美精神”直接挂钩，马克思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美的规律”互通：“动物的生产

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

的对待自己的产品。”
[⑧]

 这样，马克思也就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类生活的指向，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现实生活

的人的终极目标。虽然马克思还没有像成熟时期那样充分意识到人类生活实践的基础，但这种全面发展的规定性直至晚期巨著《资

本论》里都被继承了下来。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现实生活实践的原则最终被确定了下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清醒地认识

到，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解决以往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难题，从而将哲学“从地上升到天上”地奠基在坚实的

生活实践基础上。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

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⑨]

 这里，“实际活动”与“现实生活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本身既包括实践活动的过

程，又包括实践活动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就将生活实践作为思想根源，“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

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

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⑩]

 其实，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已天才地发现：哲学的使命“重要的是改变

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由此而来，艺术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却可以通过改变“改变世界”的人的意识，从而来改变

世界。但马克思这时还是保留了某些空想的审美色彩，如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

何部门内发展”的自由活动，
[11]

 就是以艺术活动的自由性为范本的。
 

同时，“审美精神”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里仍如潜流般地暗存着，他不再仅将自由自觉活动作为人的本质中最深层的底

色，而是将之与人类现实解放的植根于这种人的全面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这种全面而自由的活动仍是一

种底蕴，只不过它被放置在从异化到异化的复归的历史发展进程里。马克思区分出三大社会形态，最初的形态是“人的依赖关

系”，第二大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未来的第三阶段的社会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

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

性”。
[12]

 可见，“马克思视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典范的，仍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或者说，人的艺术活动”，
[13]

 这种源

自于“巴黎手稿”的连续性一直到马克思晚年还是那么明显。在马克思思想的终结的地方，他仍把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领域

作为“真正自由的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

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

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14]

 在他心目中，可以说，真正自由王国就是美的王国。马克思最终认定

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不是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领域，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展示出一种美的全面性。 

总之，通过思想历程的梳理，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生活实践”的奠基，这为重新审视“审美精神”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实，

西方哲学和美学从古希腊开始，占主流地位的便是一种推崇理论、蔑视实践、蔑视生活的理论倾向。而马克思则将这样一种理论倾

向颠倒了过来，将任何一种理论的思考都回归到“现实生活”来考察。 

  

二、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实生活”
 

那么，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究竟什么是“现实生活”呢？ 

    其一，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现实生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直接的生活实践和人生活活动的基本领域，便是物质生产活动，或者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人

类活动的基础。但是，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是不能实现的，人们在生产过程就形成了相互的交往关系，就

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生活形式。因此，“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来决定的”。
[15]

 可

见，生产与交往的交互规定，构成了人类生活实践的基本方面，但其中的前一方面又无疑是最终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的生



活实践不仅包括着实际活动的过程，所谓“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16]

 而且，亦包括这种活动的结果，“人在积

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

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17]

 这样，人类生活实践就成为活动及其结果的统一，同时，这种现实生活的发展就成

为了一种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静止的，是在历史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因此，现实生活就本然地具有了

历史性的过程意蕴。 

其二，现实生活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不仅置身于“生活世界”的“场域”之内，而且，人类的实际活动

是与“生活世界”交互规定着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活实践必定是在一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不受人们任意支配的一定的界限内展开的。在

这一界限内，对每个置身于现实生活的人而言，由社会交往所构造的“生活世界”总是先于个体存在的，它在塑造每个交往主体的

同时，也在被不同的交往主体所塑造。这种互动在社会学家许茨看来就是，“生活世界既是背景又是我们行动与互动的对象”，

[18]
 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19]
 实质上，在交往世界源自人类实践活动的同时，

交往世界反过来也在塑造着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社会”
[20]

 ，就是指出世界始终是人的世界：置身

在“真正的社会联系”中的人始终就是在“场”的社会存在，抑或一种存在“场域”。这种场域的存在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在世的

存在”，不过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未来悬临于此在的时间性结构，而马克思却更为关注人的存在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生成。其

实，只要个人存在，即使他多么孤僻而远离人群，都要与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处在社会场域之中，从而以不同的个人为核心构成了

一个个不同的“生活世界”。西方的思想家对这种共同存在十分重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共在”、梅洛·庞蒂《知觉现

象学》的“他人”的世界，其实都是在言说着同一主题。这一主题指出，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必定要与他人共同存在，而且是在相

互交往中共同存在的，由此构成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必然具有社会性的特质。 

其三，现实生活着的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种感性的现实存在，不断历史生成着的社会性存在。 

我们知道，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世界”是交互规定的，那么，在“生活世界”中生活着的“人”又是怎样的存在呢？马克思

的答案是“现实的人”，亦即以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同时，马克思把现实就看作是“感性的”，虽然他也曾批判费尔

巴哈意义上的“感性”，但却始终认定现实的对象即“感性的”对象，亦即“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的对象，

[21]
 非感性的存在是非现实的。而这种“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真正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

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22]

 由此看来，现实人的存在也就是“感性的”存在，“人的感觉、感觉的人

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23]

 如此看

来，现实的感性存在还是一种自然向人不断“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强调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来实现这一现实的过程，从而使人

获得所谓“社会的感觉”、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绝非是某种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置身于历史中生

成性的存在，也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历史生成过程。既然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这种社会的定性就向生活在不同的

生活世界内的人开放。不仅不同历史境域中的主体，而且，同一历史时代中的不同主体也将具有这样的社会性与历史性。这样，

“现实——不仅包括静寂的自然界，而且也包括人和生活，不但包括现在，而且包括事态所表现的过去和现在所准备的未来”。

[24]
 

其四，现实生活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归属于人类的“自由王国”，这种理想境界具有一种

现实的“审美精神”。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很早就形成了，而且，始终是与审美精神纠结在一起的。所谓的“全面

发展”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
[25]

 这种全面的方式，在《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里表述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26]

，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表述为“建立

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资本论》里表述为位于“必然王国”彼岸的“真正自由的王国”。总归以来，马克



思将之又看作“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个联合体（共产主义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

件”。
[27]

 在马克思的终极关怀系统里，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境界，人们在其中既感受到自由又获得了审美享受，既感觉到了人

性和谐又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是在“应然”的维度上所规定的现实生活之理想。但是，马克思更为注重现实生活的理想性追求与历

史性必然的相互统一，他认为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28]

 最终，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美

的实现就是人的感觉的彻底解放，美的实现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现实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

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可见，马克思不仅在最根本的意义

上赋予了生活以实践的现实性，而且，在终极关怀意义上给予了生活以一种美的理想性，从而为美的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生活实践的

基石。 

  

三、“生活美学”的新起点
 

美的现实起点就是生活，所以才能称之为“回归”于现实生活。但是，这种回归既有学理上“何以可能”的问题，又有现实

中“何以可能”的问题。前者针对的是西方传统的否定生活的思维方式而言；后者则针对的美的发生之前或“前美学”的问题。其

实，美并不是在生活之外无形地发生的，而是随着从类人猿到人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同时产生形成的，它就来源于

胡塞尔所谓的“原始生活世界”。在这双重意义上，回归生活的内涵才是完整的，这里只谈思维范式转向的方面。正如海德格尔所

见，“关键在于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倒转”，而“这又关涉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
[29] 

在马克思的具有巨大变革意义的

美学观念看来，这种思维翻转的意义表现在： 

首先，从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 

    美学要获得基本理论的突破，还是要在哲学基本思路上获得新的根基。我们要通过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转向，来重新定

位美学基本理论的基石，从而为突破传统美学的局限提供新的途径。众所周知，从柏拉图开始到胡塞尔的整个西方哲学进程，都可

以说是在寻求使得理论哲学的目标能够成立的这样一种理论活动的主体。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笛卡尔的拥有天赋观念的自我，黑格

尔的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等等，无不是对这样一种理论主体的设定。这种理论哲学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于

生活，在现实生活之外找到了自己的阿基米德点，因而，理论理性是高于实践理性的。与之相反，“而马克思则将这样一种理论倾

向颠倒了过来，将实践、生活世界视为奠基性的、根本性的，将哲学及其一切理论活动都看作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
[30]

  因

为，任何理论活动的主体只能现实的人，只能是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的有限的人，或者说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在。所谓“理论

的对立的本身的解决，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
[31] 

马克思所主张的正是从现实的个人

出发，以生活实践为基点，来看待包括美的现象在内的所有问题的。 

然而，西方几千年来对美的问题的审视，却是一直从理论哲学的视角为出发的。“美看来应当是最明明白白的人类精神现象

之一。它没有沾染任何秘密和神秘的气息，它的品格和本性根本不需要任何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解释。美就是人类经

验的组成部分；它是明显可知而不会弄错的。然而，在哲学思想的历史上，美的现象却一直被弄成最莫名其妙的事。”
[32]

 如此看

来，美的现象最应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樊篱，从而回归现实生活，回归经验现象来思虑。而马克思正是顺应这一趋势，他进而区分

出两种思维范式：“意识决定生活”与“生活决定意识”，传统美学的阐释正是属于前者从“意识出发的”观察方法，殊不知“符

合实际生活”却是后者这种反过来的观察方法。可以说，正是从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来考察美的问题，才是解

决传统美学困境的真正出路所在。 

其次，从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
[33]

 

古希腊时代美学就被置嵌于感性与超感性（本质与现象）的理性思辨模式之中，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

此岸与彼岸、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等等。而启蒙时代以来，“主体性”则霸据了欧洲美学的轴心和至上地位。特别是科学理

性的原则确立以后，以自然与心灵的断然分裂为起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的“我思”成为主体性美学的核心。这样的“主体性”更

加深了“主客二分”对西方传统美学的匡定。这种匡定特出表现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艺术作为一个对象，从而将艺术品与主体

（创造者或欣赏者）置于物我两待的对立关系之中。 

然而，在现实生活面前，这种主客两待的思维模式却被摒弃掉了，因为，这种分立在现实生活看来并不存在。这就赋予了生活

的一种现象学的视角，这种本质化的“直观”意味着“日常的、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正因为它是一个直观地被经验之物的世



界。”
[34] 

但是，胡塞尔仅囿于日常生活经验来言说生活，并未回归到生活世界的真正感性本质上，尽管他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直观

性。马克思则认为要“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
[35]

 只有从这一视角，生活才

能获得人类实践活动论的基础规定。可见，现实生活是先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化的，只有当从理论哲学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之时，

将理论主体设定在生活之外的时候，才会产生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样的分化。马克思正是以实践活动为现实中介，来看待人与物

之间的相互交融的，“只当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
[36] 

正是生活实践联系

起来了主体与客体，而且，这二者在现实生活那里仍是本然统一的。 

再次，从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 

感性与理性，这种二分自觉或不自觉地凸显在：把艺术作品仅仅看作是感性的，主体只能从艺术作品中得到感性认识甚至高峰

体验，这样就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继续对立起来，感知作品也就成为了与真理不相干的只供享乐的东西。这样，造成了结果就

是，只从感性体验寻找艺术的本质，把感性体验作为意识创造的标准。但这种感性的本质最终又被归结为某种“抽象理性”。 自

从柏拉图那种来自理念世界、内在地储有理念，从而能够回忆起理念，并回归理念世界的灵魂开始，将美归结于理念世界的方法在

西方就影响深远。直到黑格尔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那里，西方的“主体性”美学终于攀升到了顶峰，但“艺术终结论”又闭合了黑

格尔的美学体系，我们已经表明，这正是主体性的悖论所在。 按照西方美学的传统，美与艺术的问题往往被归之为某种抽象的理

性，比如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如此，它们被马克思一概地称为是“纯粹思

维”的产物。然而，“那种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着的‘理念王国’，现在已经脱离了世界，美的东西则被移居到了‘现

实生活的真正斗争’的彼岸。……人们以这一切形式把美的东西与道德东西对立起来，而且美的东西像块纱幔一样，蒙盖着人的存

在的恐怖与真正悲惨。”
[37]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感性活动”的观念，则为美的难题的真正解决开辟了道路：以现实生活的“感性

活动”为基础来看待美的实现。这样，传统思维那种感性与理性的割裂，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相互的真正融合。马克思指出，只

有通过生活实践，不仅使得“人周围的、被人改造的现实，变成了人化的现实”和“人化的自然”；与此同时，使得“感觉通过自

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
[38] 

也就是以人的“全部的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让“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

础”。于是，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同时，人的感觉才能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人的本质力量

的书”就被打开了。 

最后，从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美学的建构。 

按照西方传统美学的观念，人们往往将“审美精神”寄托在艺术的身上，并坚持了一种“艺术否定生活论”，现实生活一直被

这种西方传统所遗忘。但美学恰恰诞生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内，鲍姆加登将“美学”定位于一种“低级知识的逻辑”，并以希腊

语的拉丁译词 Aesthetica来标明这门“知觉的科学”。但吊诡的是，美学其实是最应该反形而上学，反抽象理论的桎梏的。这就涉

及到美学的二律背反，“美学最深层的二难抉择困境似乎如此：既不能从形而上（即借助概念）、也不能从形而下（即借助纯经

验）的角度将其聚合为一体。在此情境中，辩证哲学的一个信条理应有助于此。该信条认为事实与概念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

中介的。”
[39] 

但是，辨证哲学的方法论只能在这二难抉择间采取折中的态度，而回归现实生活美学，才是超越美学两重困境的真

正出路。正如在哲学意义上，回归生活世界是对“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的双向超越一样，那么，回归现实生活的美学，也是

对这种美学悖论的双向反拔。正是马克思实现了现实的转向，从感性生活的人出发来理解美学，从而将审美过程与日常经验过程的

连续为统一的整体。 

总之，忘记生活世界，终将被生活世界所遗忘，美学更需回归于生活世界来加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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